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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全球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发展状况开展比较研究,分析其发展水平。 首先,展示针对全球智慧城市

群的相应评价方法,构建包括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领域在内的 9 个指标。 其次,以长三

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纽约湾区、大湖区、日本三湾、波斯湾、墨西哥湾、北海和波罗的海在内的滨海城市群或城

市带,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巴尔干山脉、落基山脉和亚洲内陆在内的内陆集群作为分析对象。 最

后,对上述城市群或城市带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开展比较研究,展示它们不同的发展水平。 结果显示,纽约湾、
波罗的海和北海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领先全球,令人意外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慧城市群在总分和单项

上均与全球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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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mart city clusters or belts, and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levels. Foremost,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methodology of the global smart
city cluster is presented, and 9 indicators including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re established. Moreover, it establishes the coastal city clusters or belts as analysis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New York Bay Area, the
Great Lakes Region, the three Bays of Japan, the Persian Gulf, the Gulf of Mexico, the North Sea and the Baltic Sea,
as well as the inland clusters involving the Alps, the Carpathian Mountains and the Balkan Mountains,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interior of Asia. Then, these city clusters or belts a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or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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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mart city clusters or belts construction are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their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conclude that the New York Bay, the Baltic Sea, and the North Sea lead the worl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clusters or urban belts. Surprisingl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mart city cluster are behi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total scores and individual scores.

Key words:global smart city cluster; comparative stud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革新与发展,
世界城市间的资本与信息流动日益频繁,更多城

市期望通过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形成产业的集聚效

应,既规避不可预知的风险,又以命运共同体方式

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全球化挑战。 因此,以大城市

为核心节点的城市群已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

的经济、社会研究载体。 近几十年来,关于城市群

的研究日益增多。 城市群演变及其社会意义正成

为地理学、城市规划、经济学或管理学等各学科研

究者所关注的热点。
城市群演变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经典

流派从中心地理论和城市的经济辐射性等经济学

视角审视城市集聚,探讨集聚效应带来的经济效

率和区域一体化问题[1 - 2]。 之后西方学者进一步

发展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审

视了城市的空间格局,认为传统城市的“核心—边

缘”体系正被一个个拼凑而成的城市区域所取代,
这些城市区域将本地生产者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来

争夺全球竞争力[3]。 也有学者将集群定义为“相
互关联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行

业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大学、标准机构和行业协

会)在特定领域的地理集中,既竞争又合作的关

系” [4]。 但这些研究距离智慧城市群的概念尚且

遥远。 此后还有研究人员将智慧城市的成功实施

与公共管理的转型和持续变革联系在一起,强调

政府、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参与式设计方

法,共同规划智慧城市[5]。 从国内学界来看,学界

长期将城市或城市群的生成机制或空间形态作为

研究重点,即便在智慧城市崛起的最近 10 年里,集
群性也不是研究重点,本文正文部分将对其予以

更详细的阐述。 总的来看,虽然智慧城市集聚性

的重要性已被学者关注和研究,但在国内和全球

研究范围内依然存在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空间。

一、文献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

(一)文献计量分析

基于国内外核心期刊所获得的数据集合,对
智慧城市群相关文献展开分析,将反映这一研究

热点的变迁特征。 基于 Web of Science(WoS)和中

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SCI / SSCI 和
CSSCI),以智慧城市群( Smart City Cluster)、智慧

区域(Smart Region)等关键词构建本文的数据集。
在对概念边界的讨论中,有学者倾向于将智慧区

域与智慧城市(群)进行交叉,因此将二者共同作

为本文的检索关键词。 搜索类型限定为期刊论文,
周期为所有时间段。 剔除不相关文献(包括不符合

本文研究方向、被撤稿或文章学术水平相对有限的

文献),最终获得 39 篇有效数据(见表 1)。
表 1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检索式 单位:篇

检索式 检索式 文献来源 文献类型
检索
结果

有效
文献

#1 TS = “ smart city
cluster” SSCI / SCI Article 2 2

#2 TS = “smart region” SSCI / SCI Article 17 8

#3 关键词 = 智慧城
市群

CSSCI ( 不含扩
展集) 学术期刊 33 29

从国内外文献对于相关领域讨论的时间分布

来看(见表 2), “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群”分别

于 2016 年和 2015 年首次出现在本数据集之中。
在全国性的官方文件中,最晚于 2012 年和 2016 年

也分别出现上述两个概念,例如“十三五”国家信

息化规划,指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支持大型城

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打造世界级智慧城市群。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也明确智慧城

市的地位,并制定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指标体

系(试行)。 2016 年起,每年都有“智慧城市群”为
关键词的文献。 2019 年起,每年都有“智慧城市”
和“智慧城市群”为关键词的文献。 需要提示的

是,本数据集不代表中英文论文全集,在非核心期

刊中很可能存在类似概念,但未被本文所构建的

分析数据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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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献时间分布

年份 中文文献数量 / 篇 英文文献数量 / 篇
2015 2 1
2016 1 1
2017 6 0
2018 1 1
2019 3 2
2020 4 1
2021 7 2
2022 4 1
2023 1 1

从中英文文献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见表 3)。
海外相关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欧洲,而国内研究主

要围绕经济较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城市群等,也不

乏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部城市群。
表 3　 文献空间分布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

研究方向 文献数量 / 篇 研究方向 文献数量 / 篇
无明显指向 15 无明显指向 1

长三角城市群 7 南欧 2
粤港澳城市群 1 北欧 3
环渤海城市群 1 中欧 1
中部城市群 7 英国 2

东北地区城市群 1 亚洲 2
海外城市群 1

按文献主题可分为一般性论述和行业应用,
其中行业应用可分为数字政务、区块链、数字化与

绿色化等(见表 4)。 包括总体性阐述或规划方法

的一般性论述占多,少量文献涉及政务为主的数

字化应用。
表 4　 文献主题分类

中文分类 英文分类

文献主题 文献数量 / 篇 文献主题 文献数量 / 篇
一般性论述 23 一般性论述 5
数字政务 2 数字政务 1
区块链 1 数字交通 2

数字化与绿色化 3 智能传感器 1
数字化与绿色化 1

(二)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报告上明确“城市群、都市圈”是区域协同

发展的依托[6]。 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

体,城市群间的产业和治理协同依然是数字时代

应对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社

会动荡等各类全球性挑战的策略有效方案[7 -10]。
全球学者对城市群的理解也逐渐深入。 20 世

纪中叶,海外学者即已开始讨论由交通发展所导

致的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形态变迁[11]。 虽然城市集

聚会促进产业发展[12],但代际和空间上的不公平

也会随之出现[13],而且城市集聚效应也加大基础

设施的损耗[14]。 即便如此,将本区域城市捆绑在

一起整体开发仍是有诱惑力的,这会提升区域内

所有城市的竞争力[15]。
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改革

开放初期,即指出部分地区具有城镇群的雏形[16],
或从产业结构讨论城市群规划[17 - 18]。 基于中国

知网(CNKI)核心期刊(CSSCI,不含扩展集),以
“城市群”为关键词检索,发现 21 世纪之前以“城
市群”为关键词的研究成果有限,年均不过 10 余

篇。 21 世纪之后的城市群研究剧增,年均超过 200
篇。 在空间分布上,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

群成为讨论的主角[19],武汉或成渝等城市群也得

到重视[20]。 在不同类型基础设施上,研究者们既

肯定了高速公路、铁路干线等传统基础设施在城

市群的“集聚—扩散”或空间溢出等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21 - 22],又突出了城市间产业的“集聚—分工”
特征和创新网络建设等[23 - 24],生态系统服务和应

急体系建设等跨区域治理研究,则将城市群建设

推向制度基础设施这一更高维度[25 - 26]。 虽然少

数研究开始对标日韩欧美的城市群[27 - 29],但以区

域融合为导向的城市群比较研究,在全球范围内

却鲜有涉及。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海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对传

统城市(群)的发展意义[30] 。 有的学者提出打造

智慧区域,即扩大技术的应用范围至乡村,以促

进城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31] 。 虽然研究者们希

望数字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

加明智的决策[32] ,或尝试讨论数字技术与公民

参与结合以创造公共价值[33 - 34] ,但发现技术终

究无法取代人类及其创造力在城市运行中所发

挥的作用[35 - 36] 。
相较于海外学者更看重数字技术对社会公平

或公民参与的价值,国内学者的讨论更集中于数

字技术对体制创新提供的助力作用。 我国早期研

究者利用百度指数等网络数据研究城市群网络格

局,研究表明普及互联网对于解决区域发展失衡

问题仍然存在局限性[37]。 国内学者还观察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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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机关的数字化进程打破了信息和技术壁垒,
实现了政府数字化转型[38]。 以“绿色化牵引、数
字化赋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出现了空间溢出效

应,促使周边城市两化深度融合[39]。 随着信息技

术向医疗、交通等领域延伸,中等规模城市出现跨越

式发展[40]。 研究者们还发现智慧城市具有传统城

市的特征,如对产业、人口、资金等对象的虹吸效应、
空间网络和智慧化水平的“核心—边缘”关系[41]。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公共服务突破

了原有的常规行政边界[42],学界对智慧城市群的

讨论开始兴起。 如“欧盟 2020”战略在区域尺度鼓

励发展智慧城市及相应的研发和创业活动,国内

学者同样建议在区域尺度实现产业创新和治理能

力提升[43],这些区域尺度的努力将显著促进数字

产业的空间集聚[44]。
综上可知,从传统城市(群)向智慧城市(群)

的演进过程中,虽然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

和制度基础设施协同的趋势在上升,但是以多元

基础设施协同为视角的研究仍然少见,因此存在

讨论的价值与空间。 此外,国内外学界多聚焦于

长三角、珠三角或京津冀等单一地理空间,较少涉

及全球智慧城市群的横向比较研究。 因此,本文

构建一套多元基础设施协同、促进区域融合的指

标体系,展开全球主要智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并
揭示其发展特点。

二、定义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定义和构建指标体系

厘清本文中智慧城市群的概念边界。 城市群

的定义在学界存在较为广泛的共识,即围绕一个

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所构成的众多城市集群,
且具有发达的交通便利性和信息网络[45 - 48]。 对

于智慧城市群,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交通、信息网络

所驱动的城市组群[49]。 本文认为智慧城市群是建

立在传统城市群基础上,并由传统基础设施、数字

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等多元基础设施协同驱

动的城市组群。
基于上述定义和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以区

域融合为导向的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指标体系①

(见表 5)。 ①数字基础设施:有线通信网络、无线

通信和数字孪生体系;②传统基础设施:轨道交通

网、能源互联网和公共卫生网;③制度基础设施:
政务服务体系、数据要素市场、数字伦理与素养。

表 5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数字
基础设施

有线通信网 地面量子通信 全光网规模商用 千兆光纤规模商用 百兆光纤规模商用

无线通信网 卫星量子通信 卫星互联网规模商用 5G 网络商用 4G 网络规模商用

数字孪生体系 - 融合平台规模商用 数据中心规模商用 感知体系规模商用

传统
基础设施

轨道交通网 - 跨区域城际轨交 市(域)郊、地铁、轻轨 干线铁路

能源互联网 - 清洁化能源互联网规模商用 能源互联网规模商用 智能电表规模商用

公共卫生网 - 跨区域医院—基层卫生机构 医院—基层卫生机构 电子病历规模商用

制度
基础设施

政务服务体系 - 跨区通办或跨区应急体系 一网通办或公民参与 IT 部门或首席数据官

数据要素市场 对接高水平规则 数据交易所或数据交易中介 中心化或去中心化应用 数据处理中介或区块链底座

数字伦理与素养 - 人工智能分级分类监管条例 隐私保护或数据合理流动 建设数字乡村或数字场馆

　 　 这一指标体系以多元基础设施协同、促进区

域融合为导向。 这种导向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有 3
个优点:①覆盖信息技术的发展路径。 数据从生

成、传输、存储、交换到融合、处理等功能均有体

现,较为完整的体现了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
②聚焦于传统基础设施价值,传统基础设施不仅

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载体,以能源、交通和卫生等为

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是区域联通的物理载体;
③强调制度基础设施的价值,它将激活数字基础

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等硬件,包括政务服务、数据

要素市场和数字伦理与数字素养等全球治理内

涵。 这种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的思路,以可操作性、
系统性的特点,不仅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为决策者

提供实践指引,在国际关系层面还是对冲地缘政

治碎片化的策略。
(二)与其他体系的比较

早期研究者提出智慧城市(群)的治理范畴应

包括数字技术、人的素质和社区治理 3 个维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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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标体系每年都因技术进步或文明发展而调整。



Sharifi[51]基于不同城市评估体系,列出包括传统

基础设施(如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如信息与通信

技术的运用)和制度基础设施(如医疗服务)的指

标体系,侧重讨论城市战略、教育资源、数据共享

等制度基础设施。 还有学者从网络安全、数据隐

私、AI 伦理和区块链等角度丰富了数字和制度基

础设施的内涵[52]。 总的来看,具体分级指标体系,
以阐释指标间的关联性及融合趋势的研究仍存在

研究价值和空间。
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的研究机构相继推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 韩国国家战

略智慧城市计划(NSSP)旨在利用智慧城市培育新

产业和提升治理水平,如在试点城市建设生活实

验室并积极开展政府众包治理[53],但对数字孪生

在内的各类应用缺乏系统性考虑,多为碎片式介

绍[ 54]。 新加坡的智慧国家倡议旨在解决人口老

龄化等城市问题,以政府力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

展[55]。 但应看到,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特

殊性,难以为大尺度城市 (群) 提供系统性指

引[ 56]。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基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 UNDP) 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 ( Human
Development Index),构建 IMD 的全球智慧城市评

价体系。 IMD 把城市划分为 4 个等级,全球读者均

可对参评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予以评价、
打分并最终完成排名[57]。 该指标体系体现了自下

而上的管理模式, 高效评估且区分了不同城

市[ 58]。 但该指标体系弱化了自上而下的考虑,例
如政府主导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或治理体系,使
得该体系较难被用于指导区域层面以融合为导向

的开发行动,以适应全球发展的新趋势。
综上所述,既有的指标体系对于全球视域内

城市群经济地理、地缘政治等视角的横向评估尚

不全面,仍缺乏更全域、更统一维度的定量评估研

究。 相比而言,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关注数字、
传统和制度基础设施协同,各层级指标具有较高

实操性以及全球复制的普遍性,并基于“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治理模式的考量进行了更

综合的分析。
三、城市群的设定

20 世纪 50 年代,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伦敦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等即已被提出②。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亚洲国家

快速城市化进程,Desakota 概念被引入研究日本和

其他亚洲国家的城市群③。 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

2050”④战略确定了美国的 10 个巨型区域⑤。
本文所定义的城市群(见表 6),包括:①传统

意义的城市群,例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日本

三湾(东京湾、大阪湾、伊势湾)、纽约湾、大湖区、
墨西哥湾、北海、波罗的海和波斯湾等滨海区域的

城市群或城市带;②依据历史、地理和文化共性所

设定的多个内陆城市集群,包括欧洲的阿尔卑斯

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山脉,北美的落基山

脉以及亚洲内陆。 这些跨越宽广且细长陆地疆域

的内陆集群,并非在地理上连绵不绝,且在经济

体量上与滨海地区相距甚远。 但千百年以来,
它们多具有连续不断的文化交流,各国历朝历

代都试图用交通网络将其纳入同一政治或经济

体系中。
四、结论

本文基于上述方法为目标城市群赋予了分数

(见表 7)。 所有得分情况均由掌握本地语言的专

家予以搜集并确认,经多轮校对后得出本文全球

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的最终得分。

59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全球智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②

③

④

⑤

　 戈特曼设定的标准为:区域内有密集城市,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各都市区交通便捷,人口在 2 500 万人以上,
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Desakota 区域指处于大城市的交通走廊地带,借助于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以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等迅速发展的

地区,以东亚国家为典型。
　 美国“2050”战略规划将大都市圈(megaregion)定义为:具有共享或联通的资源与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经济系统、居住方式和

土地利用模式、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综合区域或地理空间。 同时设定量化指标:一是美国的核心统计区域;二是 2000 年人口普查中其人口密

度大于 200 人 / 平方英里,2000—2050 年人口密度需增加 50 人 / 平方英里;三是人口增长率 > 15% ,2020 年总人口增加 1 000 人 / 平方英里;
四是就业率增加 15% ,2025 年总就业岗位增长数量超过 2 万个。

　 即东北地区、五大湖地区、南加利福尼亚、南佛罗里达、北加利福尼亚、皮的蒙特地区、亚利桑那阳光带、卡斯凯迪亚、落基山脉山前

地带、沿海海湾地区和得克萨斯三角地带。



表 6　 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
序号 城市集群 城市列表

1 长三角
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嘉兴、湖州、舟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扬州、泰州、盐
城、连云港

2 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深圳、东莞、惠州、香港、澳门
3 纽约湾 纽约、费城、华盛顿、波士顿、巴尔的摩
4 大湖区 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密尔沃基、多伦多、哥伦布、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
5 日本三湾 东京、千叶、横滨、川崎、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
6 墨西哥湾 坦帕、迈阿密、杰克逊维尔、休斯顿、圣安东尼奥、达拉斯、奥斯汀
7 北海 伦敦、汉堡、不来梅、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格拉斯哥
8 波罗的海 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里加、塔林、维尔纽斯
9 波斯湾 利雅得、迪拜、阿布扎比、沙迦、麦纳麦、科威特城、马斯喀特
10 落基山脉 拉斯维加斯、菲尼克斯、丹佛、盐湖城
11 阿尔卑斯山脉 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伐、慕尼黑、里昂、米兰、都灵
12 喀尔巴阡—巴尔干山脉 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布加勒斯特、索菲亚

13 亚洲内陆
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杜尚别、塔什干、比什凯克、乌兰巴托、阿什哈巴德、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德黑兰、
伊斯法罕、马什哈德、设拉子、乌鲁木齐、喀什、西安

表 7　 全球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分数
城市群 总分 有线通信 无线通信 数字孪生 轨道交通 能源 公共卫生 政务 数据要素 数字伦理与素养

纽约湾 27. 20 4. 00 3. 00 3. 00 2. 80 3. 00 3. 00 3. 00 3. 00 2. 40
波罗的海 25. 00 2. 17 3. 00 3. 00 2. 50 3. 00 2. 83 2. 83 3. 83 1. 83

阿尔卑斯山 24. 88 1. 88 3. 00 3. 00 2. 75 2. 63 3. 00 3. 00 3. 75 1. 88
北海 24. 63 2. 25 2. 88 2. 88 2. 63 2. 63 2. 88 3. 00 3. 63 1. 88

日本三湾 24. 50 3. 00 3. 00 3. 00 3. 00 3. 00 2. 38 3. 00 2. 13 2. 00
墨西哥湾 23. 57 2. 29 3. 00 2. 71 1. 86 2. 86 2. 86 3. 00 3. 00 2. 00
大湖区 23. 22 2. 00 3. 00 2. 89 2. 00 2. 78 3. 00 2. 89 2. 78 1. 89
落基山 23. 00 1. 75 3. 00 3. 00 2. 50 2. 25 2. 75 2. 75 2. 75 2. 25

喀尔巴阡—巴尔干山脉 22. 75 1. 75 3. 00 3. 00 2. 25 2. 00 2. 75 3. 00 3. 50 1. 50
粤港澳 22. 36 2. 64 2. 00 3. 00 2. 18 2. 82 3. 00 3. 00 2. 36 1. 36
长三角 22. 05 2. 74 2. 00 3. 00 1. 95 2. 89 3. 00 3. 00 2. 37 1. 11
波斯湾 19. 57 2. 14 2. 14 2. 86 1. 57 2. 00 2. 14 2. 57 2. 57 1. 57

亚洲内陆 16. 29 1. 35 1. 41 2. 41 2. 06 1. 47 2. 53 2. 29 1. 76 1. 00

　 　 (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慧城市群相对

落后

从总分来看,纽约湾、波罗的海和阿尔卑斯山

沿线地区拥有全球最领先的智慧城市群。 日本三

湾城市群是亚洲排名最高的智慧城市群,而粤港

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慧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 从

单项来看,在制度基础设施分项上,包括日本三

湾、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慧城市群在内的所

有亚洲城市集群,均落后于北美和欧洲发达城市

群。 但在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

上,日本三湾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仅落后于纽

约湾智慧城市群。 在传统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

施等硬件上,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慧城市群

仍然落后于纽约湾、日本三湾以及欧洲的波罗的

海、北海和阿尔卑斯山智慧城市群或城市带。
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未能在总分和单

项上取得领先地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①我国在卫星互联网或跨区域轨道交通等高

分值领域的滞后性。 美国、日本则已基本实现卫

星互 联 网 规 模 化 商 用。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早在 2015 年即公布“星链”计划,为个人

用户提供服务。 尽管我国地面通信发展基础较

好,但在卫星互联网商用化的驱动力和实力仍相

对较弱。 ②欧洲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早已建成多

年,这也构成了它们的竞争优势。 直到 2023 年长

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城市(如珠海、惠州、湖
州、温州、舟山等)地铁的建设仍未完成。 ③在制

度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的政务系统有出色表现。
同时,纵观全球,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山脉沿线

的智慧城市带,北海、纽约湾和日本三湾等欧美日

智慧城市群等在跨区通办等领域也表现优良,我
国的优势差距却并不明显。 在数据要素、数字伦

理和数字素养等科目上,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

智慧城市群落后于几乎所有欧美日的智慧城市

群。 在我国如火如荼开展数字化建设时期,必须

清醒的认识到与世界最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二)阿尔卑斯山沿线智慧城市群表现出色

大多数内陆区域城市群的得分低于同一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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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滨海区域。 如散落在落基山脉的智慧城市排名

落后于纽约湾、墨西哥湾或大湖区等滨海智慧城

市群,亚洲内陆也落后于日本三湾、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或波斯湾智慧城市群。
然而,阿尔卑斯山沿线的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却和波罗的海、北海等滨海区域相差无几。 通过

数据对比发现,阿尔卑斯山沿线智慧城市群在卫

星互联网、轨道交通、公共卫生等领域均具有欧洲

领先地位。 同大量欧美城市群一样,该地区在较

早的时期就已经积极布局卫星互联网服务,如阿

尔卑斯山沿线智慧城市群的跨区域轨道交通网早

在上世纪就已很完善,米兰、慕尼黑等城市开发了

连接市区和其他行政区域的轨道交通网络,推动

郊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此外,相比于美洲和亚

洲的智慧城市群,这两个欧洲的智慧城市群在制

度基础设施领域也有优势,这得益于《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使欧洲各国建立了全球最高标准

之一的数据治理体系。
五、讨论

本文提出多元基础设施融合思想,尝试打造

一个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基础设施

协同的指标体系,进而对全球重点城市群的发展

现状进行评述。 多元基础设施协同理念下的智慧

城市群,不仅促进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

之间的硬件协同,而且实现二者与制度基础设施

之间的硬件和软件协同。 这种多元协同有利于应

对智慧城市所面对的各类建设和治理挑战,以及

实现宏观理念与具体工程之间的衔接。
从国内视角来看,尽管相关部门及科研事业单

位,在中国城市全面数字化进程中已经做出了重要

贡献。 然而,从本文所讨论的智慧城市群视角而言,
关于中观层面行动路径的思考存在巨大的进步空

间。 如 2024 年 5 月出台的最新智慧城市国家指引

中[59],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应的城市运营体系和

机制仍然缺位。 系统性考虑技术进步、生态或产业

链建设和产城融合议题的缺位,可能使得推进智慧

城市群建设的融合方案难以推出,并阻碍了应对更

复杂且更大范围的发展和安全挑战的应对能力。 更

重要的是,国家层面所制定的重大规划、重大议题或

重大指引,将直接影响区域国别研究或海外实际行

动的效用或效果,区域层面中观行动路径的缺失,可

能提升重大项目的系统性风险。
从全球视角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智

慧城市群仍存在较大提升潜力。 这两个智慧城市

群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生态等综合发

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长期以来,我国各界均对粤

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

持乐观态度。 然而如前文所述,在与全球最高水

平的智慧城市群横向对比中,这两个区域未能取

得理想排名。 除去本文所设定的指标或得分规则

因素,必须认识到我国高速发展中所积累的传统

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政务服务体系等

制度基础设施,可能未必在全球范围内占有绝对

领先优势。 欧美日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取

得的成绩,尤其是数据要素市场、数字伦理和数字

素养建设领域,同样具有良好的竞争优势。 在当

前新旧动能转化、推动区域融合以及打造新质生

产力之机,以建设高水平的智慧城市群或智慧城

市带为契机,扩大开放、推动改革和促进创新是我

国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对于内陆城市而言,阿尔卑斯山沿线智慧城

市群的竞争优势值得借鉴。 这为我国成都、重庆

等内陆中心城市,甚至新疆、西藏的发展提供了值

得借鉴的先行范式,同样作为内陆城市,卫星互联

网、跨区域轨道交通以及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指标体系设置或数据特点对评价结果可能产

生影响。 如评价无线通信网时,将卫星通信视为

高于地面基站的高维标准,可能产生低估地面通

信或高估卫星通信的结果。 但是,任何评价体系

对技术路径的偏好都是难以消除的。 此外,我国

城市群数据包含大量二、三线城市,而欧美日大多

为一、二线城市。 如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惠州、江门

或肇庆等三线城市,长三角包括嘉兴、台州或镇

江、扬州等三线城市。 作为欧美日数据下限的不

来梅、巴尔的摩或千叶等二线城市,均拥有雄厚经

济或科技基础,使欧美日城市的评价结果可能被

高估。
放眼全球,下一波智慧城市发展机会在哪里?

本文认为波斯湾地区的智慧城市群可能是下一个

增长点。 在本文所设定的评价体系中,该区域的

卫星互联网、数字伦理与数字素养建设水平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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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这得益于该区域与

全球接轨的高标准数字治理体系。 如多哈、利雅

得等已实现卫星互联网商用,阿布扎比、迪拜也已

经出台对接 GDPR 的数据条例,可见这些区域正

在建立相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竞争优势。 我国沿

海智慧城市群之所以在有线通信网建设领域获得

优势,其原因在于我国城市群密度大、大面积铺设

光纤的建设成本较低。 此外,和波斯湾区域相比,
我国在公共卫生、能源互联网、跨区域轨道交通等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具有显著优势。 但总的

来看,数字技术深度发展局面下,以改革、创新和

开放为目标的制度基础设施将成为全球智慧城市

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或关键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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